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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阿云云之之狱狱的的真真相相与与影影响响

法律文化

□ 殷啸虎

  阿云之狱是宋神宗熙宁初年发生的一起普通

的刑事案件，同时也是中国法制史上的一起著名

案件。在审理过程中，围绕“谋杀已伤”是否适用自

首减刑的问题，在朝廷官员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

论，最终是以君主敕令取代了法律规定，成为后来

王安石推行变法改革的前奏曲。

  阿云是登州（今山东烟台）的一个农家女子，

在母亲死后服丧期未满时，便由尊长作主，将她

许配给了一个叫韦阿大的男子。可阿云嫌韦阿大

相貌丑陋，不愿意嫁给他，于是便趁韦阿大夜间

独宿田间小屋熟睡之际，用刀砍杀。但终因力气

太小，砍了十几刀也未能将其杀死，只是砍断了

一根手指。韦阿大被砍后大声呼救，阿云则趁着

天黑逃走了。官府将她抓起来审讯，还未动刑，阿

云就全盘招供了。

  案情清楚了，但在如何定罪量刑的问题上，却

遇到了麻烦。阿云已经许配给了韦阿大，从法律上

说属于夫妻关系，按照《宋刑统·贼盗律》的规定：

谋杀丈夫的一律处斩。但登州知州许遵认为：阿云

是在母亲服丧期间许配给韦阿大的，按照《宋刑

统·户婚律》的规定，属于“违律为婚”，婚姻关系无

效，应按照普通人谋杀处理；同时，阿云是在审讯

过程中主动坦白的，按照《宋刑统·名例律》“疏议”

的解释：“犯罪之徒，知人欲告，及按问欲举而自首

陈”的，“归首者各得减罪二等坐之”。因此，阿云的

行为应当属于“自首”，减谋杀罪二等，按照“二死、

三流各同为一减”（即死刑减一等为流刑，流刑减

一等为徒三年）的规定，判处阿云徒三年。

  许遵提出的判决意见，虽然援引了《宋刑统》

和敕令的规定，但忽略一个具体情节：杀伤的后

果。《宋刑统》中在规定“按问欲举自首减二等”的

同时，还有一个例外规定：“因犯杀伤而自首者，得

免所因之罪，仍从故杀伤法。”比如，因盗杀伤人而

自首的，盗罪可免，但杀伤罪仍要依法论处，不适

用“减二等”的规定。因此，案件上报朝廷后，大理

寺、审刑院认为应当按照《宋刑统》的规定，定阿云

死罪，但考虑到“违律为婚”的特殊情节，奏请皇帝

免除了阿云的死罪。许遵不服，上书坚持认为应当

按照“按问欲举自首减二等”的规定处理。而刑部

的复核，依然维持了大理寺和审刑院的判决。

  按理说案件的审理到此就结束了。不久，许遵

调任“判大理寺”，任命发布后，立即遭到了御史台

的弹劾。御史台认为许遵在断阿云一案时适用法

律错误，因此不适合担任大理寺的长官。许遵不

服，要求启动特别程序，交由“两制”（翰林学士和

知制诰）审议。于是宋神宗命翰林学士司马光和王

安石共同审议此案，但两人意见迥异，司马光赞同

刑部的复核意见，而王安石支持许遵的主张，两人

各自向宋神宗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最后，宋神宗支

持王安石的意见，于熙宁元年（1068年）七月下诏：

“谋杀已伤，按问欲举，自首者，从谋杀减二等论。”

  从史书记载的双方观点来看，司马光的观点

更符合法理，因而也得到了多数官员尤其是司法

机关官员的支持。而王安石支持许遵的主张，也有

他自己的目的。宋神宗继位后，打算任用王安石进

行变法改革。而进行变法改革的一个重要路径，就

是要突破现行法律，以君主的“敕令”推行新法。而

根据敕令对案件的处理进行裁决，无疑是树立敕

令权威的机会。因此，阿云之狱争论的实质，就是

律敕之争。

  但宋神宗的诏令并未被官员认同。御史中丞

滕甫请求再选官定议，御史钱顗则要求罢免许遵。

宋神宗将此案又交由翰林学士吕公著、韩维，知制

诰钱公辅等人重议。他们都赞同王安石的意见，但

又遭到了法官齐恢、王师元等人的集体反对。宋神

宗让王安石同法官进行集议，“反复论难，久之不

决”。宋神宗无奈，只得又下诏：“今后谋杀人自首，

并奏听敕裁。”不久，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

事，主持变法。王安石上任后，要求终止对此案的

争论，按照原先敕令的规定处理。但判刑部刘述等

人不同意，坚持要求再将案件交“两府”（中书省与

枢密院）讨论，这是议事的最高决策程序。但两府

的意见也不一致，多数人还是主张依照原先法律

规定，不赞同王安石的观点。再争论下去，就会影

响变法的决策了。于是，熙宁二年（1069年）八月再

度下诏，重审了熙宁元年七月的敕令，并由开封府

对拒不执行敕令的法官启动问责程序。

  阿云之狱虽然尘埃落定，但争论并未终止。16

年后宋神宗去世，他的母亲高太后以太皇太后身

份临朝称制，任命司马光为宰相。司马光上任后，

在悉数废除新法的同时，并没有忘记阿云之狱的

争论。司马光并不敢公然废除宋神宗的敕令，只是

以新皇帝宋哲宗的名义发布一道诏令：“强盗按问

欲举自首者，不用减等。”实际上并没有触及阿云

之狱争论的核心问题，即“谋杀已伤”是否适用自

首的问题，充其量只是借此发泄自己的不满、挽回

一丝颜面而已。即便如此，这一规定也遭到了质

疑。时任给事中的范纯仁就认为，对“持杖强盗一

律不得减等深为太重”，建议对强盗等罪“按问欲

举”也应根据情节予以适用。为此，于次年（1086

年）又规定：“犯罪因疑被执，如因诘问，能自首服，

并依按问欲举自首法。”算是为这场争论画上了

句号。

□ 卞建林 钱程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高度重视、深切关怀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法律制度是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重器，构

建适合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司法制度对于强化

对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为未成年人成长提供

更好的社会环境具有重要价值。新时代我国未

成年人司法制度的发展范式为何，未成年人司

法制度的发展方向为何，如何构建体系化规范

化的未成年人司法制度，尚待法学理论工作者和

司法工作实践者共同研究和探讨。由最高人民检

察院副检察长孙谦主编的《中国未成年人司法

制度研究》一书正是这样一部应时之作，读后令

人收获良多。

  一、我国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研究

的扛鼎之作

  最高人民检察院编写《中国未成年人司法制

度研究》一书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与良好的实践

积淀。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在未成年人

司法制度的构建与完善中占据重要地位。最高人

民检察院长期关注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理论发展

与完善，在这一领域取得了不少优秀的理论成

果，为编写《中国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研究》一书奠

定坚实的前期研究基础。同时，最高人民检察院

一直着力于未成年人司法实践的改革与创新，

2019年检察机关内设机构改革中设立未成年人检

察厅，2020年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加强新时

代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意见》。各级检察机关进

行未成年人检察监督、未成年人公益诉讼、未成

年人督促监护等多维度改革探索，为未成年人司

法制度完善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实践样本。在长

期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的积淀下，最高人民检

察院课题组历时三年完成《中国未成年人司法制

度研究》一书，堪称我国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研究

领域的扛鼎之作。

  研究我国未成年人司法制度应当从未成年人

司法制度基础理论入手，厘清未成年人司法制度

相关的基本概念与基础理论，进而立足于中国制

度情况与本土司法特点对我国未成年人司法制度

架构、司法制度理念、司法制度运行等内容进行研

究，在全景研究的基础上探索新时代我国未成年

人司法制度的发展范式与完善方向。

  二、我国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发

展范式

  《中国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研究》第一编“中国

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理论研究”通过八章内容对我

国未成年人司法制度基础理论进行系统梳理与规

范分析，深刻回答了中国未成年人司法的制度范

式问题。书中深度剖析了我国未成年人法的概念、

渊源与原则，并梳理归纳了其他国家或地区未成

年人司法法模式。未成年人犯罪与司法保护问题

作为国家社会治理的重要课题，既是不同国家或

地区十分重视且长期关注的共性问题，也是各国

家各地区存在明显差异的个性问题。这一部分结

合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原理，从比较法视角对不同

法域未成年人司法制度进行考察。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以来，涉及未成年人司

法制度完善的立法不断出台，改革实践依次展开，

成绩显著，改革推进成果与实践创新经验亟待评

估总结。《中国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研究》第二编通

过实证研究方式对未成年人司法制度改革的重点

领域和重大举措进行研究分析，通过实地考察、试

点调查、个案分析等研究方式，获取法院、检察院

等不同部门、南方与北方、沿海与内陆等不同代表

性地区在未成年人司法制度改革实践中的一手资

料，梳理其在落实改革方案中采取的具体措施，评

估取得的成效。

  在研究方法上，并非对各地未成年人司法制度

实践做法的简单梳理与泛泛而谈，而是在深刻立足

于司法实践、紧密围绕重点改革领域所进行的改革

现状调查研究。在呈现未成年人司法制度运行样态

下，第二编内容总结各地未成年人司法制度改革经

验，同时着力分析部门、地区与案例背后折射的改革

落实不足问题，分析现有制度缺陷及其背后成因。

  三、我国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完

善方向

  《中国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研究》第三编为“《中

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司法法》立法建议稿”，在

前两编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基础上，进行《中华人

民共和国未成年人司法法》的条文设计和释义解

读，针对现阶段我国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四个核

心问题提出具体解决方案，为将来我国未成年人

立法完善提供参考，也指明了我国未成年人司法

制度的完善方向。《中国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研究》

一书以构建独立的综合性的未成年人司法评价体

系解决我国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核心问题，为未

成年人司法制度的发展完善提供方向指引。具体

而言，有以下方面内容：第一，明确未成年人司法

法的法律体系定位；第二，贯彻未成年人司法指导

理念，建立涉案未成年人分级处遇制度；第三，打

破刑事司法与民事司法、行政司法之间的藩篱，推

动我国未成年人司法制度模式从狭义刑事司法转

为综合性、全面性的司法法；第四，构建完善的未

成年人司法社会支持体系，从小未成年人司法转

向大未成年人司法。

  未成年人保护是一项庞大艰巨的系统性工

程，完善的未成年人司法社会支持体系也并非一

蹴而就，该书在明确社会支持体系必要性的前提

后，更针对性地提出了建立统一规范的未成年人

司法社工服务标准、明确政府及相关部门责任、完

善转介服务机制等配套措施。向大未成年人司法

转向，强化国家责任、政府支持，完善社会支持体

系，实为解决未成年人司法中福利化社会支持体

系不配套问题的善法良策。

□ 胡艺

  “醉打金枝”这个故事讲的是唐代宗之女昇平

公主与郭子仪之子郭暧之间的故事。故事背景是

郭子仪七十大寿，全家老少齐来贺寿，唯独昇平公

主没有前往。郭暧与昇平公主因为贺寿的问题发

生争吵，并打了公主。郭暧说：“你就是仗着自己的

父亲是天子呗？我父亲只是不愿当而已！”昇平公

主震怒，直接进宫去告状。代宗却对昇平公主说：

“你不知道，他说的不假。如果郭子仪想要当皇帝，

这天下还能是我们家的？”郭子仪听闻之后，捆了

郭暧上御前请罪。代宗却说：“俗语有云：‘不痴不

聋，不作家翁。’他们夫妻间闺房吵闹说的话，怎么

能当真呢！”

  司马光把小两口拌嘴的事情写到《资治通鉴》

里，其目的不是猎奇，而是证实作为臣子的郭子仪

的忠贞以及作为皇帝的代宗高超的政治权谋。说

者无心，但听者未必无意。郭暧的这番言论，如果

被政敌拿来扣帽子，可是谋逆的大罪。虽然代宗没

有追究这场驸马与公主之间的争吵，但是为了教

训儿子的年少轻狂，郭子仪回家之后杖责了郭暧。

有了这次经历，昇平公主与驸马都成长了不少，此

后二人彼此恩爱。

  有唐一代，高祖-太宗时期，公主婚配对象主

要是功臣勋贵子弟、关陇贵族后代以及少数民族

首领。高宗-玄宗时期，公主择偶的对象为以皇帝

妻族为主的外戚集团。肃宗-顺宗时期，公主多与

河北诸镇节度使、平定“安史之乱”的功臣后代及

回纥首领成婚。宪宗以后，公主择婿渐趋文学之

士。昇平公主为代宗之女，即与平定“安史之乱”的

功臣郭子仪之子成婚。代宗一朝，可考的公主共有

18位，而真正能被历史记住的唯有昇平公主。这恐

怕不仅仅是因为戏文“醉打金枝”中的昇平公主给

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更是因为昇平公主深明大义。

  虽然正史并无郭暧打昇平公主的记录，可能

是戏剧为了增加冲突性增加了“醉打金枝”这一情

节，但我们不妨从这个情节来看唐朝的法律对于

家庭暴力是如何规定的。《唐律疏议》卷第二十二

斗讼第325条专门规定了殴伤妻妾条。

  诸殴伤妻者，减凡人二等；死者，以凡人论。殴

妾折伤以上，减妻二等。疏议曰：妻之言齐，与夫齐

体，义同于幼，故得减凡人二等。死者，以凡人论，

合绞。以刃及故杀者，斩。殴妾非折伤，无罪；折伤

以上，减妻罪二等，即是减凡人四等。若杀妾者，止

减凡人二等。

  若妻殴伤杀妾，与夫殴伤杀妻同。（皆须妻妾

告乃坐。即至死者，听余人告。杀妻仍为不睦）过失

杀者，各勿论。

  在唐代法律中，丈夫的地位如尊长，而妻子的

地位如卑幼，妻子的行为皆受丈夫的支配。唐律以

“出嫁从夫”“妻卑夫尊”为原则，处理家庭和夫妻

之间的纠纷。

  我们可以反过来看一下，如果是妻子打了丈

夫，唐律是如何规定的。《唐律疏议》卷第二十二斗

讼第326条“滕妾殴詈夫”规定：“诸妻殴夫，徒一

年；若殴伤重者，加凡斗伤三等；（须夫告，乃坐）死

者，斩……过失杀伤者，各减二等。”夫妻之间的暴

力行为，都须告诉才处理，不告不理。

  诚然，昇平公主是否被打我们无从得知，是否

被打伤更是无从查证。但从唐律的规定不难看出，

即便是在女性社会生活地位较高的唐代，男女不

平等不单纯是一种社会现象，还被写进了律法里，

成为一种法律制度而被确定下来。女性在婚姻生

活中遭受家庭暴力时所能寻求的法律保护相较于

男性来说仍是十分有限。

  （文章节选自胡艺《案卷里的唐朝法律故事》，

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

醉打金枝

看书界

在阅读中透视唐代经济民事法律

  《阅读唐律：由法制而文化》是作者学习和研读唐律的习

作文集，前部分是关于法律制度的，后部分是关于法律文化

的，中间是由制度向文化过渡的，前后构成对唐律由法制而文

化的阅读，其中隐含着某种合逻辑的展开。其实，这不是刻意

追求的产物，而是作者因为多种机缘巧合，在持续的阅读中自

然形成的结果。在阅读中透视唐代经济民事法律，探讨传统中

国政治生活类型的转变和中国传统法的原理，以及透过中外

交流比较，揭示法律文化交流的一般原理和中华法系与罗马

法的原理与哲学。这里所说的唐律是指唐代法律的总称，包括

唐前期的律、令、格、式四种法律形式和判，以及唐后期的格后

敕等，其中《唐律疏议》是代表。

尘封判例背后的人世变幻

  《判词经典：从上古到南宋》不只是简单的专栏文字的结

集，毋宁说是一次美的再造——— 全书多达两百余幅的珍稀插

图，不仅凝结着作者数十年孜孜搜藏的心血，亦生动再现了

“左图右史”这一中国文化的另一传统。判词既是中国法制建

设的见证者，也是中国法史发展的参与者。从上古到南宋，这

些尘封判例背后的人世变幻，远非普通“律客”驻足一时半刻

便能洞察知晓的。

  作者通过一篇篇判词疏证，对中国古代经典判词的萌

新、溯源、形塑作唯美且深刻解构，令人在重温中国法制历史

记忆的同时，也周延着中华法系中浓墨重彩的一笔。作者站

在时间长河的此岸，遥望彼岸，以非历史的方式抵达名案的

纵深处。他摆脱了不管是时代还是汉学传统加诸法律人身上

的层层束缚，自由自在地在古代律法的空域调兵遣将。

法律行为理论的思想脉络

  《法律行为论》立足于民法基本原理，结合我国民法典法

律行为规则与司法判例，借鉴比较法上的规范与学说，对法律

行为的基本问题进行深入考察与研究。主要内容包括：法律行

为的价值基础、私法自治的内涵及其限制、私法自治与信赖保

护原则的关系；法律行为在法律事实体系中的地位、法律行为

与其他行为的辨析、法律行为的分类、法律行为与意思表示的

关系；意思表示的概念、意思表示的主观要件、意思表示的客

观要件、意思表示的发出与到达以及意思表示解释的概念、功

能、原则与方法；法律行为成立与生效的区别、法律行为的形

式约束力、法律行为的一般成立要件与特别成立要件、法律行

为的一般生效要件与特别生效要件等。

  本书是我国民法典施行后全面研究法律行为的著作，也

是作者十余年来在法律行为领域进行持续研究的最终成果，

在诸多问题上皆有重大理论突破。

思考关于人性和真相的故事

  《重返犯罪现场：14个关于人性和真相的故事》以详细的

笔触讲述了14个罪案故事，作者以流畅生动的文笔带领读者

以细节入手，在了解跌宕起伏的案情和破案过程之外，更着重

分析案子背后的“为什么”和“然后呢”，引发读者对真相和人

生的思考，毕竟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在了解生活

的真相后，依然能够热爱生活。在写案子的时候，作者尽量从

中立客观的角度去陈述所了解到的事实，避免因为自己的个

人意见夹杂其中，给读者造成先入为主的印象。通常大家更喜

欢看跌宕起伏的案情，而本书作者喜欢的是知道案子背后的

深层缘由和发展态势，作者不光是讲述案子过程，而且是在讲

述和写作的过程中努力思考。

史海钩沉


